
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“革命”话语之建构

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“革命纪念日”体系[1]，宣传革命历史记忆，弘扬革命精神，

抗日战争本身也被“革命化”，当作“国民革命第二期”宣传和建构，以强化抗日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

性，也凸显革命延续性，即继承孙中山遗训。印刷手段日趋现代化的现代社会，文本话语的纪念形式

比较灵活，成本低廉，且能达到比较广泛的传播效果。本文拟通过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中有关“革

命”的纪念话语，观察纪念文本对“革命”理念的建构及其面相。

一、革命历史

革命人物或革命事件作为抗日战争时期“革命纪念日”的纪念对象，关于他们的回忆、书写、刻画

则是纪念文本的重要内容，而“语言一直都是记忆”[2]，能够展示出过去和历史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公

布的《革命纪念日简明表》中“宣传要点”明确规定需讲述相关“事迹”或“历史”。政府书告、报刊纪念

文章多涉及纪念对象的历史，纪念与历史之间存在难舍难分的关系。纪念是回顾历史，记住历史是

纪念的重要目的。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建构革命历史，往往会追溯“革命”时间的起点，并非中华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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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五千年历史皆能被称作“革命历史”，起点的设置往往能为“革命”制造合法性基础。

纪念话语有将革命起点追溯至“满清入主中国”者。1932年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，国民党南京市

党部发布告同志同胞书，有言：“民国纪元前，满清入主中国，承二百余年封建流毒，政治的腐败，民族

间的不平等，已达极点。且国际帝国主义者，自鸦片战后，挟其政治经济的优越势力，向我国积极侵

略。我们中国呻吟于这种的压迫侵略之下，已近百年！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，蒿目时艰，知非先推翻

满清，创设民国，无以救中国，集合海内外同志，屡谋革命，积二十年的努力，才于武昌起义，推翻满

清。”[1]纪念话语有将革命起点追溯至“自鸦片战争后”者。1931年总理诞辰纪念日，有人在国民党南

京市党部举行的首都各界代表纪念会上发表演说，称：“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后，各国都来侵凌，所有

对外，只有割地赔款，国家不成其为国家，岌岌有将亡之势，当时一般人民，都不知道应该怎样，只有

总理主张非实行革命，推翻满清政府不可，然后国家才有希望”[2]。纪念话语有将革命起点确定在“太

平天国之后”者。1940年孙中山诞辰纪念，林森在中枢纪念会上报告：“国父生当满清专制时代，那时

候政治腐败达于极点。国内承满清专制压迫，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之后，以致国力消耗，人民困苦，吏

治又腐败到极点。再也不能振作起来。外面受到列强层出不穷的侵略，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，

把国家陷到次殖民地的地位。”[3]所以，才有了后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。纪念话语有将革命起点放在

中法战后者。1933年《中央日报》为纪念总理逝世发表社论，称：“总理许身革命之初，正中法战后外

患方殷之际，目击当日清廷内政之腐败，民众所受之压迫与痛苦，慨然以解除全民族之痛苦为己任，

深知非推倒清廷，无以跻民族于平等，于是遂从事其伟大之革命运动，奔走海外，历尽艰苦，终于推翻

专制，手创民国。”[4]当然，该表述对总理许身革命的时间有误。如此叙述主要指向要“革”清政府

“命”，尽量书写清政府的腐败、专制，制造“革命”正当性，属民国以前“革命”历史的起点。

如此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逻辑下，纪念话语叙述反清革命历史，追溯革命历程。1933年3月29日
革命先烈纪念日，《中央日报》发表社论叙述革命党人领导的清末历次起义：“总理以革命领袖，慨然

负救国救民之巨任，凭大无畏之精神，奋斗不屈之决心，从事推翻帝制。虽以当时国内民众麻痹之

深，清廷防遏之甚，绝不因本党凭藉之薄弱，而于革命之进行，稍有懈弛。用是以有乙丑广州之役、庚

子惠州之役、潮州黄冈之役、乙未惠州之役、钦廉之役、镇南关之役、庚戌广州新军之役，数年之间举

事九次。自此革命风潮弥漫全国。至庚戌冬季，总理决意在广州再图起事。次年三月中旬，事势愈

迫，不容或缓，决于三月十五日起事，至期因军械款项不齐，且部署未妥，清室已闻风戒备，不得已延

期举行，其后新军枪械被缴，清吏严查户口，事急势危，遂决意牺牲奋斗，于是此震惊全球之黄花岗悲

惨伟大之一役，遂于廿二年前之今日产生。”[5]虽如此论述是为强调黄花岗起义在清末诸次革命起义

中的重要性，但也悉数历次革命之役，且重点突出孙中山之领导作用，制造出标准的“革命历史”叙事。

1936年，同是革命先烈纪念日，于右任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会上报告，叙述武昌起义前的革命

历史：“开国前十七年重九日广州第一次起义陆皓东殉国之后，其次惠州起义史坚如殉国之役、黄岗

之役、惠州之役、防城之役、镇南关之役、钦廉之役、河口之役、新军之役，最后乃为辛亥三月廿九日广

州起义，即总理所谓十次革命也。此其地域均在西南数省。其他各地同志之受主义熏陶，而与清廷

以文字或军事战者，则有刘道一、宁调元、萍醴之役及邹容之死于上海西牢、吴樾之死于北京车站、徐

锡麟之死于安庆、秋瑾之死于绍兴、熊成基之刺戴洵死于哈尔滨、温生才之刺孚琦死于广州等，积此

诸役，遂使革命思潮，弥漫全国。此时党人不断奋斗，而清吏之压迫亦与日俱厉，其最足以激起中国

[1]《市党部召集各界今晨举行元旦庆祝大会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2年1月1日，元旦特刊。

[2]《总理诞辰纪念会志详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1年11月13日，第2张第4版。

[3]《中枢纪念国父诞辰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40年11月13日，第2版。

[4]社论：《总理逝世纪念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3年3月12日，第1张第2版。

[5]社评：《黄花岗纪念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3年3月29日，第1张第2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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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之高潮，形成武昌起义之收功者，即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一役，故以此役起义之三月二十九

日为总纪念日也。”[1]此外还有诸多零碎“革命历史”叙述。革命先烈纪念日是唯一明确以中华民国成

立前“革命事迹”为纪念对象的国家纪念日，记叙反清革命历史话语具有典型性。孙中山诞辰纪念日

等则强调孙中山个人成长的“革命历史”。国庆纪念日因其纪念时间的特殊性，容易被当做“过去”与

“现在”的分界点，而更多的偏向于表达现实诉求。

国民党“革”民国北京政府“命”时，“革命”发生上则有另一番表述。国民党曾经认同北京政府，

现要取而代之，必须制造充分的正当理由。1931年国庆，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告国民书，称：“过去十九

年来的国庆，除民国元年曾举国一致热烈举行过一次庆祝外，从民国二年一直至民国十四年，纯为北

洋军阀所假借占用”，成为他们腐败无能的点缀。直到“十五年本党克复武昌，打倒军阀；十六年建都

南京，继续北伐；十七年完成北伐，统一全国，施行训政，始回复他本来的面目，表现他固有的意义。”[2]

1932年5月5日，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发表《“五五”纪念的意义与认识》，强调“总理就任非常大总统”的

革命意义：“自民国二年以迄十年的中间，北洋军阀，暴戾恣睢，解散国会，毁弃约法，祸国殃民，穷极

凶暴。其间如袁世凯之帝制自为，督军团之跋扈称兵，张勋之复辟，段祺瑞之祸国，徐世昌之奸恶。

不仅把以前革命的成绩，完全摧毁无余，几乎比满清时代的内政外交，还有过无不及，实为公家之蟊

贼，革命之障碍，不予廓清，则国民革命不能完成，本党主义不能实现，故总理之就任非常总统，其目

的在重整队伍与国内反革命势力决斗，使国民革命得以发展，三民主义得以实现。”[3]1941年于右任在

中枢纪念革命政府成立的报告中指出：“从民国二年到五年，是袁世凯毁法叛国时期，六年夏国会复

遭解散，中经督军团及张勋复辟之乱，约法终不能复。”此才有了革命政府成立，孙中山就任非常总

统[4]。纪念话语为革命叙事的需要，甚至将北京政府与“满清政府”置于一道，称它们“既不知道计划

的从事于经济建设，也根本不注意于国家的经济发展，且又加以外力的压迫，使中国经济不能发展。

在北伐成功以前，经济上的不振作，可说已达极点”。只有北伐成功，国家才开始了基本的政治建设

和经济建设[5]。国民党否认北洋军阀同时，树立了自身政权的合法性，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制造了理

由。正是顺着如此逻辑思路，国家纪念日话语将“抗战”作为“革命”的延续，并且“抗战”往往是最终

落脚点。毫无疑问，反清革命与北伐的国民革命之间存有本质区别，一者是政权更替，一者是执政者

更替，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有效化解了差异。

国家纪念日话语还会对民国成立后的“革命历史”进行表述，回顾自民国肇造，国民党在革命道

路上的继续努力。1937年《中央日报》发表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社论，当论及民国成立后，称：

“二十六年以来，吾党同志及全国国民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伟大牺牲精神之感召，无日不在艰苦奋斗

之中。民国肇建以后，中经二次革命之役、反对袁氏盗国之役、护法之役，以至十五年出师北伐之役，

迄十七年始统一全国，而奠定三民主义国家之基础。”[6]1935年总理诞辰纪念日，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印

发总理诞辰纪念告同志同胞书，以孙中山为中心描述“革命历史”：总理在“武汉一役，建立民国，旋以

袁氏窃国，军阀专横，乃继续革命运动讨袁护法，出师北伐，领导国人与一切反革命势力相搏战，曹吴

既覆，总理顺从民意，北上主开国民会议，解决国是，不幸积劳成疾，竟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于北

平”[7]。此实际上也是在描绘民国成立后国民党之革命历程。1941年10月10日，《中央日报》资料室

[1]《中央举行革命先烈纪念会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6年3月30日，第1张第3版。

[2]《中宣部国庆日告国民书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1年10月10日，第1张第1版。

[3]《革命政府成立纪念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2年5月5日，第1张第3版。

[4]《革命政府成立廿周年 中枢昨纪念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41年5月6日，第2版。

[5]社论：《三十三年国庆感言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44年10月10日，第2版。

[6]社评：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纪念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7年3月29日，第1张第3版。

[7]《总理诞辰纪念 京各界今晨开纪念会 各商店住户悬旗志庆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5年11月12日，第2张第3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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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《三十年来国庆大事记》，通过编年体形式概述自民国元年以来每年的国庆及时政，从中能反观

出民国北京政府的历史[1]。此“国庆”编年体显然为论述国民党实现执政的合理性。

二、革命精神

现实政治中的行动者依靠革命精神开展革命活动，革命精神是“革命”的现实维度，且精神的力

量非常之大。已经逝世的革命先烈并不能直接影响到现实社会，主要通过革命精神感染革命后继

者。国家纪念日话语中的革命精神包括大无畏精神、牺牲精神等，尤其是典型塑造的“黄花岗精神”，

也泛指“革命精神”。

“革命精神”成为国家纪念日标语、口号宣传重要内容。193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布置革命政府成

立纪念大会，有“彻底肃清腐恶发扬革命精神”标语。“革命精神”可以做更细化理解，如大无畏的精

神。1932年革命先烈纪念日，有文章指出：“我们现在惟有继续先烈大无畏的精神，与暴日长期抵抗，

不屈不饶，奋斗到底，为国家争人格，为民族争生存，务使中华民族能够永远依持着独立自由的地位，

先烈抛头颅碧血所换得的中华民国，能够与青天白日长存。”[2]1943年革命先烈纪念日，《中央日报》发

表题为“大无畏的革命精神”的社论，指出：“流芳百世的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就是在三十三年前的今天

舍身救国，视死如归。事虽不成，而诸先烈的大无畏精神，实已唤醒了当时全国的同胞，武汉起义的

成功，未始不得力于此壮烈的一役。中央把今天永远定为纪念革命先烈的光荣日期，就是要鼓励后

死的同志都效法先烈牺牲的精神，鼓励全国的同胞都发扬先烈大无畏的革命精神。”[3]论者试图宣示

革命先烈的大无畏精神，也希望后人能效法先烈再接再厉。

奋斗的精神。革命要取得胜利，必须勇于奋斗。1931年国庆，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大会会场布

置，屡见“奋斗”标语，有“要国庆后永远消除国难，只有作最终的奋斗，光大国庆”、“团结奋斗”[4]。

1933年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元旦纪念大会的口号中也有“继续先烈奋斗精神”[5]。辛亥革命所以能取得

胜利，离不开先烈们不断奋斗。1933年张元良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革命先烈纪念日纪念大会上称：

“一八九五年九月九日，就是第一次的广州之役，自此以后继续不断的奋斗，再接再厉，直到三二九起

义的时候，共计起义凡有十次，而失败者也有十次之多，每经一次的失败，虽然不免有所牺牲，但是本

党同志，反而益加奋发。”[6]如此才有革命的最终胜利。

牺牲的精神。1932年革命先烈纪念日，国民党中央南京办事处纪念大会上，汪精卫报告指出先

烈精神的第一点即是“革命先烈那种牺牲的精神”。他认为黄花岗起义中大家都知道没有成功希望，

但是“仍然以牺牲的精神，继续干下去”。并且，那次起义已经有数月预备，“各方面的统治，亦通通晓

得，南洋的同志更倾家荡产来资助，虽时机已经泄露，但如果不继续干去，则不特无以对国内国外的

同志，而且革命的进行，亦将因此而受绝大的打击，所以他们知道会失败，却决定继续进行，为什么他

们明知失败而仍要进行呢？这便是牺牲精神的所在。”这种牺牲精神更是“创造中华民国的基础”[7]。

1933年革命先烈纪念日，《中央日报》社论称：“黄花岗烈士之牺牲精神，昭示吾人以完成革命事业之

路径，革命系为整个民族之生存，有时不得不抛弃个人及家庭之幸福，革命非徒讬空言，须以头颅与

[1]参见本报资料室编辑：《三十年来国庆日大事记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41年10月10日，第3版。

[2]《纪念黄花岗殉难烈士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2年3曰29日，第1张第3版。

[3]社论：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43年3月29日，第2版。

[4]《中央举行国庆纪念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1年10月11日，第1张第3版。

[5]《市党部召集各界今晨举行元旦庆祝大会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2年1月1日，元旦特刊。

[6]《京市各界昨晨举行革命先烈纪念会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3年3月30日，第2张第3版。

[7]《中央南京办事处昨晨举行先烈纪念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2年3曰30日，第1张第3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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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血为代价。在此抗日救国声中，革命先烈奋斗牺牲之往事足以为吾人之重要教训。”[1]

革命精神在革命先烈纪念日中有时被冠以“黄花岗精神”。1941年革命先烈纪念日发表纪念文

章认为：革命先烈在黄花岗之役中的牺牲最为重大，“吾党精英牺牲于是役者，亦最为惨烈”。而革命

成功则必须要有革命精神，“我们相信要实行革命的行动，必须有革命精神，要完成革命的事业，更必

须有革命精神。黄花岗精神，是革命精神的结晶。”[2]黄花岗精神是革命精神的精华部分，两者似乎不

能完全划等号。1943年革命先烈纪念日，于右任在中枢纪念典礼报告称：黄花岗之役以“奋斗最烈，

牺牲最大，影响最深”而成为“本党精神最高度的表现”，此后“本党的主义与力量，方引起了世界的敬

重，侵略了满清的中枢，唤醒了国人的迷梦”。而黄花岗并非“是一个土堆，也不是七十二烈士的陵墓，

而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至大至刚的正气的象征，也就是为本党主义民族利益而奋斗的精神堡垒”[3]。

1942年革命先烈纪念日，《中央日报》发表的社论将革命精神与黄花岗精神几近等同，指出：“一心一

德，奋不顾身，不屈不挠，再接再厉，必求最后成功而后已：这是我们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。”革命先烈

们虽有岗位之异，但他们“所抱持的精神却是绝对相同，这就是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也就是黄花岗精

神。黄花岗精神不是七十二烈士所独有，而系一切革命先烈所同具”[4]。

三、抗战革命

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革命话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抗战革命化，试图让全国民众在国民党领导

下如当年“革命”般取得抗战胜利。从国民党历史的发展历程则容易理解“革命”之重要性，从辛亥革

命到国民革命，再到“抗战革命”，使国民党的战争行为更具延续性和正当性。

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，国家纪念日话语即将对日战争视作国民革命之继续，只是尚较模糊，

未见“抗战”一词的严格表述。1931年孙中山诞辰纪念日，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发表“总理诞辰纪念告

同志同胞书”，认为“现在暴日帝国主义，绝灭公理正义，破坏世界和平，挟其一国的强力，向我大肆侵

略，其欲吞并我国家，灭亡我民族，已昭然若揭”，号召继承总理的遗志，学习总理人格精神，奉行总理

主义方略，以“必死之决心，誓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最后的决斗，国民革命才能成功，三民主义才能实

现”[5]。此时明确指出国民革命尚未成功。革命未成功的话语充斥于国家纪念日纪念。1932年革命

政府成立纪念日，宝觉苍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纪念会上同样认为，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，只有本着

“总理亲爱精诚之精神，团结一致，本总理大无畏之精神，应付外侮，始能过渡国难，革命始能成功”。

不过，革命未能成功是“各地之军阀官僚等腐恶势力，潜滋暗长”[6]，将之归于内忧外患。此时因处国

共对抗，孙科在1933年国民党中央党部革命政府成立纪念会上，认为：“要恢复总理的革命精神，要巩

固革命势力，集中全国民众革命的力量，对外抵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，对内肃清破坏革命战线一切的

恶势力，使国家民族能够继续生存，使革命使命能够依据总理遗教完成”[7]。随着国共合作抗战，关系

缓和，纪念话语中国民党人将“革命不能成功”的原因归于外在方面。1937年革命先烈纪念日，黄其

弼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纪念大会上指出：“我们今天纪念先烈，应该要继续先烈牺牲的精神，打破革

命的障碍，我们已经知道中国革命不能成功，不是内在的原因，而是外来的压迫，我们国家正在建设

[1]社评：《黄花岗纪念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3年3月29日，第1张第2版。

[2]《发挥黄花岗精神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41年3月29日，第2版。

[3]《中枢纪念革命先烈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43年3月30日，第3版。

[4]社论：《黄花岗精神与抗战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42年3月29日，第2版。

[5]《首都各界今晨举行总理诞辰纪念大会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1年11月12日，第2张第4版。

[6]《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大会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2年5月6日，第1张第3版。

[7]《中央国府举行革命政府成立纪念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3年5月7日，第2张第2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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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中迈进，要人人具必死的决心，才能完成革命的使命。”[1]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面临“内忧外患”，“革命

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”的孙中山遗训发挥其效应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纪念话语对“抗战革命”表述得更为明确。1937年国庆，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

党部纪念会上，将“目前”视为“国民革命的后半期”，目标在“为中华民国的生存而奋斗，为中华民国

的自由平等而奋斗，其奋斗的表现，是抵抗日本的侵略，打倒日本的侵略主义”。而“国民革命的前半

期”，则“曾为着国内的统一，而艰苦奋斗，如今我们可以说奋斗的结果，统一已经告成了。我们从今

以后，可不比再浪费力量作对内的了，我们同胞同志的每一点血，每一个钱，都用在抵抗日本的侵略，

打倒日本的侵略主义”[2]。如此，将目前的抗日战争表述为“国民革命未能完全成功”更为精确。同

年，马俊超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国庆纪念大会上报告，也表达了类似意思：“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，第

一步是要求统一，第二步是为国家争取独立自由平等。现在正是实行第二步的开始，越发有庆祝之

价值。这第二步的工作，只要一经贯彻，即或使本身一代之幸福，因之减少，但可以减少子孙万世之

痛苦，而其幸福可以比现在加多百倍千倍。”[3]国民党元老张群在1938年国庆纪念日撰文，直截了当的

将“抗战建国”称为“国民革命的第二阶段，我们要以不胜不成的信念来贯彻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大

使命”[4]。抗日战争即国民革命第二步为国家“独立自由平等”。

后来，抗战被称为国民革命第二期。1939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，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发

表告同志同胞书，称“回溯十四年来，本党虽有第一期国民革命的成功，树立了统一的革命政府，与奠

定了实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初步基石，可以奉慰总理在天之灵，然而狂暴的日本帝国主义，深恐本

党革命成功，足为其大陆侵略政策之暗礁，乃欲凭武力摧毁我革命，灭亡我国家”。而此“国家危急存

亡之秋，我们纪念总理的逝世，不禁百感俱集，然一念及我们所负责任的重大，我们正应秉承总理遗训，

踏着革命先烈及抗战伤亡军民的血路，努力迈进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完成我国民革命之大业”[5]。

与第一期国民革命对应者即隐含的“第二期国民革命”。1941年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，《中央日报》发

表社论，指出：“北伐是革命的开始，抗战是革命的完成。在国内阻止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，是封建的

军阀。在国外妨害我们革命势力的成功，是帝国主义者。”并且“扫荡国外的帝国主义者的工作，当然

比肃清国内军阀，更为艰巨。这事业如不能完成，则革命尚不能谓为成功，甚至难保没有失败的忧

虑。我们既然于极端困苦的环境之中，完成了北伐的使命，结束了第一期国民革命的工作，便不能不

再向第二期的革命工作，开始进行”[6]。1943年 7月 9日，《中央日报》为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发表文

章，指出：“北伐是扫除抗战的障碍，而抗战乃是完成北伐的志愿。北伐统一，是国民革命第一期的使

命；而抗战建国乃是国民革命第二期的使命。”[7]纪念话语似乎越来越清晰的描述抗战的革命性质，抗

战作为“革命”也越来越具独立性。

如此背景下，国家纪念日还宣传了其它抗战革命化话语。如，1943年 12月 25日云南起义纪念

日，《中央日报》发表社论，将“中国的民族抗战”视为“国民革命必至的一阶段”，但是国内的一些人士

对于革命，特别是“七年来革命抗战的血迹，视若无睹。……然而三民主义的革命抗战的志士，决不

因此而馁气。我们有我们的主义。我们有我们的方略。我们有我们的理想。我们自始就相信伟大

的领袖，以其不屈不挠不激不随的负荷艰巨克服艰危的精神，必能感召我全民族，团结我全民族，共

[1]《首都各界昨举行革命先烈殉国纪念会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7年3月30日，第2张第3版。

[2]《中央昨举行国庆纪念 汪报告纪念意义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7年10月11日，第2版。

[3]《首都各界举行国庆纪念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7年10月11日，第3版。

[4]张群：《国庆日题词》，中央日报》1938年10月10日，国庆纪念特刊。

[5]《市党部发表告同志同胞书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9年3月12日，第4版。

[6]社评：《北伐与抗战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41年7月10日，第2版。

[7]社论：《扩大伤友运动——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献辞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43年7月9日，第2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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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一途，以共赴一的，使革命抗战克底于成”[1]。文章几次用“革命”形容“抗战”。1944年国庆，蒋介石

在对全国军民的播讲中，也多次用到“革命抗战”一词，其中一处称：“敌寇汉奸已至山穷水尽的时候，

并没有什么真实的力量，更没有什么其它的方法，足以使我们革命抗战失败，使我们国家基础动摇，

只要我们看破他的空虚，揭穿他的诡秘，他就无法得售其诡计。”[2]“革命抗战”的出现保持了抗战的独

立性，同时也揭示了抗战的革命性。蒋介石在1939年国庆日告全国国民书中，还使用到“抗战革命”

一词：“吾人今日抗战革命，诚不能讳言当前之困难，且必预期更有严重之困难；然就吾人今日之国际

关系，经济状况，与军事力量，种种革命基础而言，较之任何国家之革命，均为雄厚而坚强，故关键全

在吾人有无努力牺牲之决心，与承继革命先烈事业之勇气。”[3]“抗战革命”似乎关注于辛亥革命到国

民革命再到抗战革命的革命逻辑体系。1941年3月29日一篇纪念黄花岗先烈的文章中称：“革命的

事业是艰苦的，革命的事业是灿烂的，从推翻帝制到北伐，从北伐到抗战，革命的精神是一贯的。”抗

战被称为“革命的抗战阶段”[4]。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、打倒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、消灭日本侵略者的

抗战革命，显然是一脉相承的。

全面抗战爆发前，革命建国主要是与革命先烈相关。七七事变后，随着“抗战建国”口号的提出，

纪念话语中革命建国也逐渐与抗战联系到一起。1938年，蒋介石在纪念国庆告全国国民书中，提出

要“彻底省察一下我们革命建国的理想，更清楚的认识国家的前途和自身的使命”。他还认为“三民

主义革命建国的理想，……只可惜这一个革命建国的理想，在过去二十多年来，向不为全国多数同胞

所切实奉行，外未能得到世界各国深切的认识，以致中国革命的成功，延滞至今”。所以，他要求国民

要继承革命先烈“创造民国的英勇精神，不怕牺牲一致奋起，奋力抵抗，消灭暴敌侵略的狂焰，争取民

族的独立平等，实现我们一贯的革命建国的理想”[5]。言外之意，蒋介石将原本是革命先烈理想的革

命建国用来形容抗战，尚未能实现。其实，这只是实现了一个转换，既然抗战是一场革命，有抗战建

国，也可以有革命建国。抗战被革命化后，抗战的战士也被称为革命战士，1941年革命先烈纪念日，

《中央日报》发表文章，即有“革命战士”之称谓：“今年是抗战胜利开始之年，宜昌对岸和赣北的大捷，

就是事实的证明。中国军队是革命的，中国国民党领导下之全民族战争，每一个人都是革命战士，不

论是那一界，每一个团体，每一个角落，都充满着革命的战士！这个排山倒海的力量，谁能阻遏革命

的成功。”[6]革命可以用来形容与抗战相关者，纪念话语广泛建构和传播“抗战革命”。

国民党靠“革命”手段推翻清政府统治，也靠“革命”消灭民国北京政府，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统一

全国。“革命”既是国民党政治遗产，也是其“传统”政治文化。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益严重，国民党和

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疯狂侵略，即利用“革命”抵抗日本侵略。此与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留下的“革命尚

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”遗言相契合，革命理念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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